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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保障的驱动路径与实践策略:
基于地方财政自主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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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5—2021 年我国 30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及西藏)的面板数据,构建能源安全评估框架,考察其区

域差异和动态演变状况,分析财政保障能源安全的驱动路径及实践策略。 研究发现:观测期内能源安全指数随

时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指数相对大小表现出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中部地区特点。 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能源

安全的泰尔指数呈现出区域间变化不大、区域内波动下降的态势,且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的差异;核密

度估计曲线分布具有“高度变高,宽度变窄”特点,即区域内部差异随时间稍有变小;能源安全指数符合 σ 和 β
收敛性质。 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有显著促进作用,该正向作用可通过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政府总储

蓄的途径发挥。 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正向影响呈现出“西部地区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的特点。 财政自

主度是所有影响能源安全的显性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根据研究结果,为我国统筹能源安全与发展提出相关的

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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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path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energy security guarant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autonomy

XU Xiaomin, LIU Xingyue, CHEN Pingze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 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Leveraging panel data encompassing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1, this study formulates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energy security. It delves into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dynamic evolutions, delineating the
driving path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fiscal security to bolster energy security. Key findings reveal: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energy security index exhibited fluctuating growth,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surpassing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n terms of index magnitude.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Theil index for China’s energy security exhibited
minimal inter-regional changes and declining intra-regional fluctuations, indicating that regional disparities primarily
stem from within-region variations.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curve distribution demonstrated a trend towards
“getting higher and narrowing the width,” indicating that intra-regional disparities narrowed over time, aligning with the
convergence properties of σ and β. Fiscal autonom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nergy security, achieved by relieving fiscal
pressure on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total saving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iscal autonomy o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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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follows the pattern of “ western region > eastern region > central region. ” Among all explicit factors, fiscal

autonomy emerges as the most crucial determinant of energy secur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fiscal and

industri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China to coordinate energ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energy security, fiscal autonomy, regional disparities, dynamic evolution, driving pathways

　 　 能源安全是当今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

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能源供需格局的新

变化和国际能源发展的新趋势,党中央提出了以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

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为

核心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新战略,为新时代能

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能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

系基本建成,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然而,近年来受传

统化石能源退出、气候变化、贸易摩擦、COVID - 19
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的能

源供应链遭受了严重冲击,世界能源市场不确定

性增大,这给国家能源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

战[1]。 我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保持战略

定力、统筹能源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需要加强能

源安全保障的多角度分析和多因素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围绕面临挑战、经济影响和保障

措施等不同角度开展了一系列能源安全研究。 在

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方面,学者们主要认为其集

中在地缘政治风险[2 - 5]、能源对外依存度高[6] 和

能源系统韧性不足[7] 等方面。 此外,有学者从能

源安全的经济性出发,探讨了加强能源安全的政

策方法[8 - 9],还有学者研究了可再生能源[10]、绿色

金融[11]、环境规制[12]、数字经济[13]、数字化[14] 对

能源安全的影响。 就保障措施而言,学者们认为

实现和保障能源安全主要有推进能源安全基础设

施建设、改进能源开采与使用技术、提高能源效

率、推动能源转型等[15 - 17],然而这些途径都需要

更多的资金保障[18]。
上述有关能源安全的相关研究详实充分,但

对财政影响能源安全的研究有所忽视。 当前,能
源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

效保障能源安全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着眼

点。 能源安全本身是一种具有弹性的国家公共产

品[19],需要政府出台与居民公共利益相一致的激

励机制。 在能源转型朝着纵深发展的今天,财政

可以通过优化政策体系,实现从供需两端发力,从
而推动能源绿色消费和多元化供给,以保障能源

安全。 如根据陈少强等[20] 的研究,我国通过支持

传统能源清洁化和低碳化的财政政策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 通常而言,财政保障能源安全可以

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财政可通过设立新能

源基金、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和环保产品的支持与

投入力度,保障能源供应、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在能源可

持续发展中投融资活动的基础性和主体性作

用[21 - 22],引导生产要素向能源安全领域倾斜;二
是加大财政预算内投资、实施多元的财税补贴和

支持政策,加强央地联动,发挥财政资金、税收以

及政府采购等协同作用[23],实现财政支出的“精
准滴灌”,提升能源安全管理精细化水平。

由此,本文结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根
据能源安全理论和能源发展新形势建立新的能源

安全评估框架,定量分析财政保障对能源安全的

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能源安全

的概念问题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现有关于

能源安全的定义和绩效评价并不充分,未涵盖处

在动态变化中的现实和技术进步的完整框架[24],
而概念化可以更好反映问题的实际情况,因此本

文结合实际,从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

能源体制 4 个维度构建能源安全评估框架,并首次

从年度层面考察了能源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时
间空间特征、区域差异和收敛性,更加客观评价了

近年来我国能源安全的发展态势,对于提高我国

能源安全的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二是虽然能源安全如今已经被放在政治与经

济议程的突出位置,但是该变量只在极少数研究

中被用作自变量或者因变量[18],且已有研究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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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如何保障能源安全的定量分析鲜有触及,本文

基于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自主度通过缓解财政

压力、提高地方政府总储蓄规模来提升能源安全

水平的作用机制,这为如何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以

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财政政策思路;三是本

文首次基于 Shapley 值分解方法,提炼出了影响能

源安全的各因素的贡献度,进一步论证了财政自

主度是保障能源安全的显性因素中的最重要

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囿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以 2015—2021 年中

国 30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及西藏)的财政与能源

安全数据为研究样本。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财

政年鉴》、财政部的中央预决算信息公开平台、《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全国可再生能源

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等。 使用 ARIMA 方法填

补了极个别缺失数据,最后获得 210 个样本观

测值。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能源安全(ES)。 在全球化背景下,能源安全

是一个涉及效率、经济安全、环境管理以及国家在

全球体系中依存性的关键问题[25 - 27]。 基于此,本
文借鉴徐孝民[28]的理论研究,选取能源消费、能源

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等 4 个一级指标,消费

弹性等 14 个二级指标构建能源安全评价指标体

系。 使用面板熵值法对各省能源安全指数进行测

度。 区分指标正负性,对指标进行最大最小化方

式处理。 各指标具体说明如表 1 所示。 能源安全

指数越高,代表能源供应保障的稳定程度越高,能
源消费和使用对环境的影响越小。

2. 核心自变量

财政自主度(FD)。 新型的财政自主度指标

充分考量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中的自主可支

配财力部分,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用于能源

安全的财政保障力度。 故本文借鉴陈平泽等[29]的

研究,根据公式“可自主支配财力 /一般公共预算

总收入”计算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 其中,可自主

支配财力包含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税收返还和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非限定

性转移支付(非限定性转移支付为均衡性转移支

付项目等 6 项,由地方政府自主支配,不受中央政

府指定使用范围限制)。 财政自主度越高,代表地

方自主支配的财力越充沛,财政自主权越大,地方

政府也就越有能力与意愿在能源安全保障领域进

行投入。
表 1　 能源安全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正负性 指标说明

能源消费

消费弹性 -
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增长
速度 / 国民经济年平均增
长速度

经济成本 - 水、电、燃料类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环境成本 + 公众环境关注度

能源供给

生产弹性 +
能源生产总量年平均增
长速度 / 国民经济年平
均增长速度

自给程度 + 能源生产总量 / 能源消
费总量

固定资产投资 + 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取自然对数

对外依存度 - 能源净进口量 / 能源消
费总量

能源技术

绿色技术进步 + 绿色专利授权总量

能源清洁利用 + (电力 + 天然气) 消费
量 / 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高效利用 - GDP 每万元能源消耗量

能源体制

环境规制 + 环境规制强度

放管服改革 +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政
府与市场化关系指数

政府绿色关注 + 省级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环保”等有关词频统计

能源转型 + 可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
纳量

注:根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2589 - 81,各类能源折算成标准煤
的参考系数分别为:煤炭 0. 714 3,焦炭 0. 971 4,原油 1. 428 6,汽油
1. 471 4,煤油 1. 471 4,柴油 1. 457 1,燃料油 1. 428 6,天然气 1. 214 3,
电力 0. 122 9。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能源安全不仅受财政保障的影响,还
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设置如下控

制变量:金融监管(用一般公共决算支出中金融监

管支出与 GDP 之比衡量,用 FRE 表示)、生态环境

(来自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 对全

球地表 PM2. 5浓度的测算数据,用 PM25 表示)、公
共服务(用一般公共决算支出中公共服务支出与

GDP 之比衡量,用 FB 表示)、数字经济关注度(使
用地方政府制定的综合性数字经济政策中支撑数

字经济发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共计 119 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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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频统计数据形成数字政府指数衡量,用 DA 表

示[30])和人口密度(使用年末分地区人口数 /面积

衡量,用 POP 表示)。
(三)研究方法

使用面板熵值法测算能源安全综合指数。
面板熵值法是对截面熵值法的改进,根据杨丽

等[31]的研究思路,对测度能源安全的 14 个二级

指标进行最大最小化处理,分别计算各指标的熵

值、差异系数和权重,最终使用线性加权法进行

求和。
在测算能源安全指数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时,采用 Shorrocks[32]改良的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将
全样本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测算区

域间(Theil_ex)和区域内部(Theil_in)的泰尔指数

及其贡献率。 其计算公式为:
Theil = Theil_ex + Theil_in

= ∑ K

k = 1
ESk ln

ESk

nk / n
+∑ K

k = 1
ESk(∑ i∈gK

ESi / ESk

1 / nk
)

(1)
式(1)中,ES 是能源安全指数;n 代表个体总

数;K 代表群组数,将每个组别记为 gk(k = 1,2,…,
K),第 k 组 gk中的个体总数记为 nk;i 代表第 i 个省

份。 计算得到的泰尔指数越大,代表区域差异的程

度越高,越有可能出现不平等。
进行能源安全分布动态的核密度估计时,计

算公式为:

f(ES) = 1
2πnhn

∑ n

i = 1

e - 1
2 (ES i / (λ ihn))

2

λ i
(2)

式(2)中,f 是核密度函数;ES 是能源安全指

数;n 代表个体总数;hn是固定带宽法下计算得到

的带宽;λ i是带宽调整因子;i 代表第 i 个省份。
进行能源安全 σ 收敛分析时,计算公式为:

σt =

1
n∑

n

i = 1
(ESit -

1
n∑

n

i = 1
ESit) 2

1
n∑

n

i = 1
ESit

(3)

式(3)中,i 代表第 i 个省份;t 代表第 t 年;ES
是能源安全指数;n 代表个体总数。 若 σ 随着时间

变化有缩小的趋势,说明各省的能源安全指数差

距有缩小趋势,即能源安全指数存在 σ 收敛;反

之,则发散。
进行能源安全绝对 β 收敛分析时,计算公

式为:

log(
ESi,t +1

ESit
) = α0 + α1 log(ESit) + ui + εit (4)

式(4)中,i 代表第 i 个省份;t 代表第 t 年;ES
是能源安全指数;μ 是固定效应;ε 是随机误差项。
α 是估计参数,若其显著为负代表能源安全指数存

在 β 收敛;反之,则发散。
为验证财政自主度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

构建面板回归模型为:

ESit = α0 + α1FDit + ∑
i
βiX it + μi + εit (5)

式(5)中,ES 是能源安全指数;FD 是财政自

主度;X 是控制变量;μ 是固定效应;ε 是随机误差

项;i 代表第 i 个省份; t 代表第 t 年;α、β 是估计

参数。
三、能源安全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变

(一)能源安全指数测度结果

1. 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

经面板熵值法测算,我国内地省份及东部、中
部和西部的能源安全指数均值趋势如图 1 所示。
从折线图变化趋势来看,不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15—2021 年间能源安全指

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 其中,全国层面、东部和西

部地区 2015—2016 年、2017—2018 年和 2020—
2021 年间能源安全程度有所上升,2016—2017 年、
2018—2020 年间能源安全程度略有下降;中部地

区 2015—2016 年、2017—2021 年间能源安全程度

亦有所上升,2016—2017 年间能源安全程度略有

下降。 从折线的相对位置来看,折线高度呈现出

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中部地区的特征,这说明

能源安全保障程度较高的地区基本分布在东部和

西部地区,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我国能源

资源存在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根据我国的

自然资源禀赋,主要的能源消费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重要能源生产地区则分布在西部地区,长此以

往形成了“西电东送、北煤南运、西气东输”能源流

向格局,能源流向格局进一步影响了能源安全的

保障力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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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源安全的区域差异

2. 分项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 2 进一步给出了各地区分项指数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 根据图 2,就能源消费指数而言,呈
现出东部和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的特征;就能源

供给指数而言,呈现出西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东

部地区的特征;就能源技术指数而言,呈现出东

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的特征;就能源体

制而言,呈现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 东部地区

的特征。 这一测算结果符合上文对我国资源禀

赋的认知,即东部地区具有能源消费和技术方面

的优势,西部地区具有能源生产和体制革命方面

的优势。 对我国而言,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
需要推动各地区资源互补,通过发挥西部地区的

能源优势,来缓解东部地区的能源短缺,进而优

化东部地区能源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

图 2　 2015—2021 年三大地区子系统得分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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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源安全分项指数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之间和内部

的泰尔指数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根据表 2,泰尔

指数从2015 年的0. 039 5 下降至2021 年的0. 032 9,
其中,组间泰尔指数在观测期间在0. 000 1和0. 001 9
间波动,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而组内泰尔

指数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从 2015 年的 0. 039 3
降至 2021 年的 0. 032 8。 这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间的能源安全保障程度差距并未呈现出明显

的缩小趋势,而各区域内部的能源安全保障差距

有所减少。
进一步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域间、区域

内以及各区域对泰尔指数差异的贡献率。 一方面,
地区内部泰尔指数差异的贡献率在 2015—2021 年

间始终大于地区间泰尔指数差异的贡献率;另一方

面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泰尔指数差异的贡献

率来看,除 2015 年外,贡献率呈现出东部地区 > 西

部地区 >中部地区的特征。 这意味着要解决我国

能源安全保障的区域差异问题,需要缩小贡献最

大的区域内(尤其东部、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这样

能更好实现能源安全的协调发展。
(三)能源安全分布动态:核密度估计

对能源安全指数进行核密度估计,结果如图 3
所示。 从分布带宽来看,核密度估计的带宽为

0. 045 2,这意味着估计的分布相对平滑。
从核密度曲线峰值的变化情况来看,2015—

2021 年间,能源安全指数的峰值基本呈现出中部

地区 > 西部地区 > 东部地区的特征,且三大地区

峰值均有向右移动的趋势,这说明能源安全指数

随时间推移呈增加趋势。
表 2　 泰尔指数

年份 总差异
不同地区差异 地区内部差异

数值 贡献率 数值 贡献率
东部地区
贡献率

中部地区
贡献率

西部地区
贡献率

2015 0. 039 5 0. 000 3 0. 006 8 0. 039 3 0. 993 2 0. 415 1 0. 363 7 0. 214 4
2016 0. 030 2 0. 001 9 0. 063 1 0. 028 3 0. 936 9 0. 483 3 0. 153 8 0. 299 7
2017 0. 037 1 0. 001 0 0. 027 3 0. 036 1 0. 972 7 0. 524 7 0. 148 5 0. 299 5
2018 0. 040 4 0. 001 7 0. 042 3 0. 038 7 0. 957 7 0. 473 3 0. 118 8 0. 365 7
2019 0. 037 9 0. 001 1 0. 028 2 0. 036 8 0. 971 8 0. 563 9 0. 084 1 0. 323 9
2020 0. 034 8 0. 001 0 0. 027 5 0. 033 9 0. 972 5 0. 576 7 0. 099 6 0. 296 3
2021 0. 032 9 0. 000 1 0. 002 0 0. 032 8 0. 998 0 0. 552 2 0. 133 3 0. 312 5

图 3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源安全指数的核密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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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核密度曲线形状和宽度大小来看,呈现出

西部地区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的特征,即西部

地区的能源安全指数数据更为分散,数据之间差

异较大;东部地区次之,数据之间差异较小;中部

地区的能源安全指数数据较为集中,数据之间差

异最小。 从核密度曲线形状、宽度变化趋势来看,
三大地区的曲线波动有向右移动的趋势(左偏态

分布),且随时间变化稍有变宽,即分布整体表现

出“高度变高,宽度变窄”,这说明各区域内部省份

能源安全指数的差异稍有变小的趋势。
(四)能源安全的收敛性分析

1. 能源安全 σ 收敛分析

如表 3 所示,全国层面的 σ 收敛系数主要经历

了一个“下降—增加—下降”的过程,在 2015—2016
年,σ 收敛系数从 1. 010 7 降低至 0. 999 2,降幅为

1. 14%;2016—2018 年,σ 收敛系数从0. 999 2增加

至 1. 010 1,增幅为 1. 09% ;2018—2021 年,σ 收敛

系数从 1. 010 1 降低至 1. 001 5,降幅为 0. 85% 。
整个考察期内,σ 收敛系数从 1. 010 7 降低至

1. 001 5,降幅为 0. 91% 。 这表明观测期内能源安

全的 σ 收敛系数有所降低,基本符合 σ 收敛。 具

体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可以看出,东部和西

部地区的 σ 收敛系数较为稳定,而中部地区稍有

收敛趋势。
表 3　 σ收敛分析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5 1. 010 7 0. 958 7 1. 026 6 0. 934 4
2016 0. 999 2 0. 951 2 0. 981 4 0. 936 4
2017 1. 007 3 0. 969 7 1. 022 2 0. 941 1
2018 1. 010 1 0. 964 7 1. 011 1 0. 954 3
2019 1. 007 6 0. 970 7 0. 997 7 0. 947 0
2020 1. 004 0 0. 966 0 0. 995 9 0. 941 4
2021 1. 001 5 0. 964 1 0. 966 7 0. 939 8

2. β 收敛分析

本文借鉴涂正革等[33] 的研究思路,进行能源

安全 β 收敛分析。 表 4 给出了传统 β 收敛模型的

回归结果,并依照实际经济意义,将全样本划分为

2015—2019 年以及 2020—2021 年两个互不重叠

的子区间进行对比观测。 这样划分子区间原因

是,COVID - 19 给宏观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给全

球能源供需以及大宗商品变化带来了深远影响。
可结合不同时间段样本计算得出的估计系数是否

稳定,来验证能源安全指数是否收敛。 根据公式

(4),不论是全样本还是子样本,β 收敛模型的估计

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当某地区能源

安全指数的上一期值越高,则其后期的发展速度

越缓慢,即能源指数整体来看是收敛的。
表 4　 β 收敛分析

年份 模型参数
(1) (2) (3) (4)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5—2021
α1

常数项

-0. 702 0∗∗∗ -0. 580 8∗∗∗ -0. 823 7∗∗∗ -0. 747 5∗∗∗

(0. 070 5) (0. 102 1) (0. 122 8) (0. 148 4)
-0. 775 2∗∗∗ -0. 566 6∗∗∗ -1. 017 4∗∗∗ -0. 830 2∗∗∗

(0. 095 1) (0. 135 5) (0. 168 6) (0. 200 9)

2015—2019
α1

常数项

-0. 827 4∗∗∗ -0. 741 5∗∗∗ -0. 804 5∗∗∗ -0. 789 1∗∗∗

(0. 096 3) (0. 080 3) (0. 085 1) (0. 089 6)
-0. 943 0∗∗∗ -0. 823 3∗∗∗ -0. 918 3∗∗∗ -0. 891 2∗∗∗

(0. 129 4) (0. 107 7) (0. 115 1) (0. 120 5)

2020—2021
α1

常数项

-1. 269 7∗∗∗ -0. 623 0∗∗∗ -0. 889 0∗∗∗ -0. 864 6∗∗∗

(0. 220 7) (0. 095 2) (0. 112 6) (0. 131 6)
-1. 542 6∗∗∗ -0. 623 6∗∗∗ -1. 099 0∗∗∗ -0. 985 7∗∗∗

(0. 268 8) (0. 128 7) (0. 153 0) (0. 177 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5 为主要的描述性统计。 在表 5 中,能源安

全(ES)的均值为 0. 306 1,中位数为 0. 284 8,即能

源安全的样本呈正偏态分布,表明我国只有不到

一半的省份能源安全保障稳定性较高。 财政自主

度(FD)的均值为 0. 535 1,标准差为 0. 121,样本

取值分布在[0. 331 7,0. 905 1],说明各省的财政

自主度即可自主支配的财力差距较大,有深入探

讨的必要。
表 5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下四

分位数
中位数

上四
分位数

最大值

ES 0. 306 1 0. 086 4 0. 167 7 0. 237 9 0. 284 8 0. 360 5 0. 576 7

FD 0. 535 1 0. 121 0 0. 331 7 0. 446 8 0. 506 9 0. 620 1 0. 905 1

FRE 0. 070 5 0. 082 3 0. 000 5 0. 020 4 0. 041 2 0. 081 3 0. 573 1

PM25 0. 339 2 0. 117 3 0. 098 0 0. 258 8 0. 328 4 0. 410 9 0. 721 1

FB 91. 602 1 1. 493 1 88. 930 0 90. 593 4 91. 366 3 92. 564 7 95. 803 3

DA 64. 901 1 11. 662 4 11. 130 0 57. 870 0 64. 120 0 72. 010 0 101. 050 0

POP 0. 886 3 0. 454 9 0. 133 4 0. 502 2 0. 840 0 1. 210 4 2. 058 4

(二)基准回归

运用 Stata 16. 0 进行回归分析。 在基准回归

前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根据表 6,各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2,平均 VIF 值为 1. 23,故该模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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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变量多重共线性问题。 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

量的方式进行 Tobit 回归,表 7 给出了回归结果。
列(1)显示,不考虑控制变量时,财政自主度(FD)
的回归系数为 0. 204 4,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考虑

控制变量时,列 (2) 至列 (6) 显示,财政自主度

(FD)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以

列(6)为例,财政自主度每提高 1 个单位,能源安

全指数提升 0. 248 7 个单位。 实证结果表明:财政

自主度对提升能源安全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积极

作用,即财政自主度越高,越有利于能源安全综合

指数的提升。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财政自主度指标能有效衡量地方政府可自主

支配的财政资源。 财政自主度越高,地方政府推

进能源安全保障的意愿会越强烈,越有余力引导

财政支出实现“精准滴灌”,加快能源创新驱动以

实现能源安全主动。
表 6　 VIF 检验

变量名 POP FB FD DA PM25 FRE VIF 均值

VIF 值 1. 48 1. 37 1. 26 1. 12 1. 09 1. 04

1 / VIF 值 0. 675 5 0. 730 6 0. 796 5 0. 892 7 0. 921 5 0. 958 8
1. 23

表 7　 基准回归

因变量
ES

(1) (2) (3) (4) (5) (6)

FD 0. 204 4∗∗∗

(0. 047 2)
0. 205 9∗∗∗

(0. 046 9)
0. 211 2∗∗∗

(0. 047 8)
0. 261 0∗∗∗

(0. 046 6)
0. 244 2∗∗∗

(0. 046 6)
0. 248 7∗∗∗

(0. 049 2)

FRE - 0. 118 6∗

(0. 069 0)
0. 119 5∗

(0. 068 9)
0. 168 5∗∗

(0. 066 3)
0. 165 0∗∗

(0. 065 5)
0. 167 4∗∗

(0. 066 0)

PM25 - - - 0. 027 9
(0. 049 4)

- 0. 010 8
(0. 047 0)

0. 000 8
(0. 046 7)

0. 002 8
(0. 047 2)

FB - - - -0. 018 0∗∗∗

(0. 003 8)
-0. 015 3∗∗∗

(0. 003 9)
-0. 014 9∗∗∗

(0. 004 2)

DA - - - - 0. 001 1∗∗

(0. 000 5)
0. 001 1∗∗

(0. 000 5)

POP - - - - - 0. 004 0
(0. 014 2)

常数项
0. 196 7∗∗∗

(0. 025 9)
0. 187 5∗∗∗

(0. 026 3)
0. 194 0∗∗∗

(0. 028 7)
1. 806 4∗∗∗

(0. 338 9)
1. 497 0∗∗∗

(0. 360 8)
1. 452 8∗∗∗

(0. 394 0)

VAR(e. ES) 0. 006 8∗∗∗

(0. 000 7)
0. 006 7∗∗∗

(0. 000 7)
0. 006 7∗∗∗

(0. 000 7)
0. 006 1∗∗∗

(0. 000 6)
0. 005 9∗∗∗

(0. 000 6)
0. 005 9∗∗∗

(0. 000 6)
Likelihood 225. 641 8 227. 109 8 227. 269 7 238. 083 7 240. 691 5 240. 730 6
样本量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同。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列(6)显示,金融监

管(FRE)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可
能原因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能源

市场的金融属性增强,必要的金融监管投入有利

于提升能源企业风险管控能力和水平,增强运用

金融工具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能力,进而带动地

方能源安全水平提升。 公共服务(FB)的回归系数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能原因是财政资源具

有稀缺性,地方政府若投入较多财政资金在科教

文卫体等公共服务领域,相应地投入能源安全领

域的财政资金将变少,不利于能源安全与发展。
数字经济关注度(DA)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数字技术对于确保能源系统安全至关重要[34],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补充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

性质,数字能源平台的建设将降低能源投资市场

准入门槛,从而增加能源的可获得性,促进能源

安全[13]。
(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换估计模型

作为统计分析中最常用的模型,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能帮研究者准确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
故采用更换估计模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8
的列(1)至列(2)分别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

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不论是使用固定效应还是

随机效应模型,FD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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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与上文结论相同。
2. 变量标准化处理

为排除回归过程中变量的量纲对结果造成影

响,本文对基准回归的所有变量进行 0 - 1 标准化

处理,该方式能够度量变量之间的相对影响,并不

会干扰回归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 表 8 的列(3)
显示,FD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仍显著为正。

表 8　 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

ES
(1) (2) (3) (4) (5)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变量标准化
2015—
2019 年

2020—
2021 年

FD 0. 091 6∗∗∗

(0. 035 1)
0. 100 5∗∗∗

(0. 034 0)
0. 348 2∗∗∗

(0. 069 0)
0. 285 6∗∗∗

(0. 065 8)
0. 164 9∗∗

(0. 080 1)

FRE 0. 037 7
(0. 029 1)

0. 040 4
(0. 028 6)

0. 159 3∗∗

(0. 062 8)
0. 167 3∗∗

(0. 081 2)
0. 138 8

(0. 117 1)

PM25 - 0. 012 9
(0. 020 8)

- 0. 011 8
(0. 020 7)

0. 003 8
(0. 064 1)

0. 002 3
(0. 053 2)

0. 035 8
(0. 107 3)

FB -0. 002 6
(0. 004 1)

- 0. 003 9
(0. 003 8)

-0. 257 9∗∗∗

(0. 072 0)
-0. 010 7∗∗

(0. 005 0)
- 0. 029 2∗∗∗

(0. 007 7)

DA 0. 000 9∗∗∗

(0. 000 2)
0. 000 9∗∗∗

(0. 000 2)
0. 149 0∗∗

(0. 065 1)
0. 001 5∗∗

(0. 000 6)
0. 000 4

(0. 000 7)

POP -0. 001 7
(0. 022 9)

- 0. 001 0
(0. 018 9)

0. 020 9
(0. 074 9)

0. 009 8
(0. 016 8)

- 0. 007 5
(0. 027 3)

常数项
0. 439 9

(0. 380 5)
0. 554 2

(0. 359 4)
0. 000 0

(0. 061 4)
1. 016 8∗∗

(0. 468 4)
2. 855 3∗∗∗

(0. 725 3)
VAR

(e. ES) - - 0. 791 5∗∗∗

(0. 077 2)
0. 006 0∗∗∗

(0. 000 7)
0. 005 0∗∗∗

(0. 000 9)
Likelihood 472. 615 0 - - 273. 419 0 170. 257 4 73. 923 9
样本量 210 210 210 150 60

3. 分时间段估计

2020 年年初以来发生的 COVID - 19 给宏观

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为避免疫情给回归结果造

成影响,本文将所有样本按照时间段划分为两组,
再次进行 Tobit 回归估计。 一组是疫情前,使用

2015—2019 年的样本数据;另一组是疫情后,使用

2020—2021 年的样本数据。 表 8 的列 (4) 至列

(5)显示,不论是疫情前还是疫情后,FD 系数均显

著为正,这表明上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机制检验

财政自主度决定了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

所具有的自主能力,其可影响财政支出的规模和

财政政策的效果[35]。 财政自主度越高,意味着政

府财政自主能力越强,则应对政府公共服务压力

所能动用的经济资源越多,储备资金的规模也将

更加充沛。 一方面,地方政府担任着推动经济发

展的任务,当财政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收支失

衡,为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会弱化对资源的配

置能力[36],不利于资金投入到能源安全保障领域;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预防性储备资金规模越大,其
抵御能源安全风险的能力越强,越有可能积极主

动维持能源供给稳定。 因此,根据温忠麟等研究,
分别将财政压力〔FPR,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GDP 表征) 和政府总储蓄

(TGS,使用年终结余数取对数表征〕作为中介变

量,进行财政自主度驱动能源安全的路径机制检

验。 表 9 给出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列(1)显示,
将 FPR 作为因变量时,FD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

平下显著为负(β = - 0. 571 1);列(2)显示,ES 作

为因变量时,FD 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β = 0. 126 5),FPR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

下显著为负(β = - 0. 213 9),这说明存在“财政自

主度→财政压力→能源安全”的驱动路径,即财政

自主度可通过缓解财政压力促进能源安全,其中

财政压力发挥的是间接中介效应;列(3)显示,将
TGS 作为因变量时,FD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β = 0. 022 3);列(4)显示,ES 作为因

变量时,FD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 9　 机制检验

因变量
FPR ES TGS ES
(1) (2) (3) (4)

FD -0. 571 1∗∗∗

(0. 045 8)
0. 126 5∗∗

(0. 063 7)
0. 022 3∗∗∗

(0. 004 6)
0. 161 8∗∗∗

(0. 048 3)

FPR - -0. 213 9∗∗∗

(0. 072 7)
- -

TGS - - - 3. 893 3∗∗∗

(0. 685 6)

FRE 0. 177 9∗∗∗

(0. 061 4)
0. 205 4∗∗∗

(0. 066 0)
- 0. 002 9
(0. 006 2)

0. 178 6∗∗∗

(0. 061 5)

PM25 -0. 116 3∗∗∗

(0. 044 0)
- 0. 022 1
(0. 047 1)

0. 007 1
(0. 004 4)

- 0. 024 8
(0. 044 3)

FB 0. 015 0∗∗∗

(0. 003 9)
-0. 011 7∗∗∗

(0. 004 2)
-0. 002 1∗∗∗

(0. 000 4)
- 0. 006 8
(0. 004 1)

DA 0. 000 7
(0. 000 4)

0. 001 3∗∗∗

(0. 000 5)
- 0. 000 1
(0. 000 0)

0. 001 4∗∗∗

(0. 000 5)

POP 0. 013 6
(0. 013 2)

0. 006 9
(0. 014 0)

- 0. 001 3
(0. 001 3)

0. 008 9
(0. 013 3)

常数项
- 0. 949 8∗∗

(0. 366 6)
1. 249 6∗∗∗

(0. 392 2)
0. 330 4∗∗∗

(0. 036 9)
0. 166 5

(0. 431 1)

VAR(e. FPR) 0. 005 1∗∗∗

(0. 000 5)
- - -

VAR(e. ES) - 0. 005 7∗∗∗

(0. 000 6)
- 0. 005 1∗∗∗

(0. 000 5)

VAR(e. TGS) - - 0. 000 1∗∗∗

(0. 000 0)
-

Likelihood 255. 862 4 244. 975 2 737. 904 7 255. 730 5

样本量 210 210 21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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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0. 161 8),TGS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

著为正(β = 3. 893 3),这说明存在“财政自主度→
政府总储蓄→能源安全”的驱动路径,即财政自主

度可通过提高政府财政储蓄规模促进能源安全,
其中政府总储蓄发挥的是间接中介效应。

(五)异质性分析

将研究总样本根据地理区位划分为东部、中
部和西部地区样本,进行财政自主度促进能源安

全的异质性分析。 其结果如表 10 所示。 实证结果

表明:一方面,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FD
的系数均为正向,且东部和西部地区 FD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再次验证了假设 1,即财政自

主度可促进能源安全,财政自主度可为地方政府

保障能源安全提供充分的财源支撑;另一方面,财
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正向影响呈现出“西部地

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的特点,出现这一现象

的可能原因是,西部地区财政自主度平均水平偏低,
能源资源禀赋占优,能源产出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

较高,提升财政自主度水平对于能源安全的边际效

益较东中部地区明显。 受能源资源禀赋的影响,能
源生产消费具有逆向分布特征,造成财政自主度对

能源安全的影响因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
(六) 财 政 保 障 能 源 安 全 的 相 对 重 要 性:

Shapley 值分解

为确定不同因素影响能源安全的相对重要

性,本文借助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借鉴由 Shapley
提出、经 Wan[37] 改良的 Shapley 值分解法,通过确

定不同因素对拟合优度 R2的贡献程度,估计财政

自主度在所有影响能源安全的显性因素中的排

名。 表 11 结果显示:第一,全样本中财政自主度对

于能源安全的解释力度最大(45. 50% );第二,分
年度来看,2016 年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排名第 1 位,2015 年、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

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排名第 2 位,2018
年、2020 年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排名第 3
位,可见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在所有年份

中均处于靠前位置;第三,各控制变量对于能源安全

的影响相对重要性排序为:公共服务(FB) >数字经

济关注度 (DA) > 金融监管 (FRE) > 人口密度

(POP) >生态环境污染(PM25)。
表 10　 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

ES
(1) (2) (3)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FD 0. 361 3∗∗∗

(0. 073 2)
0. 177 6

(0. 109 0)
0. 416 8∗∗∗

(0. 101 4)

FRE - 0. 033 3
(0. 120 9)

0. 150 7
(0. 099 7)

0. 151 5∗∗

(0. 075 6)

PM25 0. 008 3
(0. 062 3)

- 0. 110 3
(0. 071 5)

0. 243 0∗∗∗

(0. 069 1)

FB - 0. 035 2∗∗∗

(0. 005 5)
0. 015 8∗∗∗

(0. 005 4)
0. 000 5

(0. 008 4)

DA 0. 003 3∗∗∗

(0. 000 7)
0. 002 0∗∗

(0. 000 8)
- 0. 000 7
(0. 000 6)

POP - 0. 090 6∗∗∗

(0. 033 1)
0. 003 1

(0. 016 2)
0. 112 3∗∗∗

(0. 025 4)

常数项
3. 162 2∗∗∗

(0. 505 9)
- 1. 352 1∗∗

(0. 528 3)
- 0. 085 2
(0. 796 0)

VAR(e. ES) 0. 004 4∗∗∗

(0. 000 7)
0. 002 7∗∗∗

(0. 000 5)
0. 003 6∗∗∗

(0. 000 6)
Likelihood 99. 862 0 86. 121 6 107. 198 5

样本量 77 56 77

表 11　 各影响因素对能源安全的贡献率(%)
变量 FD FRE PM25 FB DA POP FD 排名

整体贡献率
45. 50

(0. 093 2)
8. 64

(0. 017 7)
0. 38

(0. 000 8)
23. 93

(0. 049 0)
19. 66

(0. 040 3)
1. 90

(0. 003 9) 1

2015 年
35. 03

(0. 058 0)
0. 83

(0. 001 4)
0. 69

(0. 001 1)
11. 05

(0. 018 3)
49. 71

(0. 082 4)
2. 69

(0. 004 5) 2

2016 年
66. 95

(0. 109 4)
7. 82

(0. 012 8)
2. 42

(0. 004 0)
2. 85

(0. 004 7)
18. 01

(0. 029 4)
1. 96

(0. 003 2) 1

2017 年
29. 58

(0. 093 9)
6. 14

(0. 019 5)
1. 73

(0. 005 5)
9. 94

(0. 031 6)
51. 09

(0. 162 2)
1. 52

(0. 004 8) 2

2018 年
17. 78

(0. 065 4)
42. 10

(0. 154 9)
2. 94

(0. 010 8)
32. 62

(0. 120 0)
2. 32

(0. 008 5)
2. 24

(0. 008 3) 3

2019 年
36. 33

(0. 142 1)
14. 08

(0. 055 1)
1. 20

(0. 004 7)
39. 23

(0. 153 4)
5. 18

(0. 020 2)
3. 98

(0. 015 6) 2

2020 年
11. 51

(0. 053 2)
38. 86

(0. 179 8)
4. 17

(0. 019 3)
33. 72

(0. 156 0)
10. 58

(0. 049 0)
1. 15

(0. 005 3) 3

2021 年
22. 69

(0. 072 8)
0. 21

(0. 000 7)
1. 94

(0. 006 2)
68. 80

(0. 220 8)
3. 75

(0. 012 0)
2. 61

(0. 008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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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对于能源安全整体指数,观测期内能源

安全指数随时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指数相对大小

表现出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中部地区特点;对
于能源安全各分项指数,能源消费呈现出东部和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的特征,能源供给呈现出西

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东部地区的特征,能源技术

呈现出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的特征,
能源体制呈现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 东部地区

的特征。
第二,根据泰尔指数估计结果,一方面地区内部

泰尔指数差异的贡献率在 2015—2021 年间始终大

于地区间泰尔指数差异的贡献率,另一方面东部、中
部和西部地区对泰尔指数差异的贡献率除 2015 年

外,呈现出贡献率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的特征。 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核密度曲线分布具

有“高度变高,宽度变窄”特点,即区域内部差异随

时间稍有变小。 根据 σ 和 β 收敛模型估计结果,
能源安全指数符合 σ 和 β 收敛性质。

第三,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有显著促进作

用,且财政自主度每提高 1 个单位,能源安全指数

提升 0. 248 7 个单位。 此外,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

全的正向作用可通过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
加政府总储蓄的途径发挥。

第四,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正向影响因

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呈现出“西部地区 > 东部地

区 >中部地区”的特点。
第五,财政自主度是所有影响能源安全的显

性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全样本中财政自主度对

于能源安全的解释力度最大,达到 45. 50% ,且分

年度来看,2016 年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排名第 1 位,2015 年、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

财政自主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排名第 2 位。
(二)政策建议

夯实能源安全底盘,下好财政保障“先手棋”。
一方面,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积极推进转移

支付改革,充分发挥财政保障能源安全的职能。
中央政府可通过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非限定用

途部分资金的占比,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度,促
使地方政府更有意愿在能源安全领域主动作为,
提高执行能源政策的经济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财政示范项目引导、政策采

购等方法,引导新能源发展重心向东部和中部地

区延伸,优化省际能源产业布局,拓展能源交易的

方式方法,促进省际能源安全协调发展。 如东部

地区的高耗能产业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

地区可积极参与碳交易,大力发展碳汇资源,这不

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经济、东部地区的绿色

低碳转型,还有利于化解当前我国能源供给和需

求空间不匹配问题。
释放能源资源潜力,啃下能源转型“硬骨头”。

当前,全球能源安全面临持续威胁,不确定因素冲

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稳定,能源市场波动加

剧。 因此,应充分认识到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能源

需求还将保持刚性增长。 一方面,未来一段时间

内在关键能源产量上要继续坚持煤炭兜底、原油

稳产和天然气增长,提高能源生产效率,提升能源

系统韧性,减少能源进口依赖。 另一方面,在保障

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有力

有序推进“双碳”工作。 如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加
快突破风电光伏、智慧零碳电厂等绿色低碳技术

的瓶颈;积极扩大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规模,部署

碳捕集技术和发展分布式光伏;建立健全能源系

统稳定工作的长效机制,扎实开展新型储能、氢能

等领域的能源标准化工作,引导能源产业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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